
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问题：概念辨析及其实际运作

2018/1 江苏社会科学· ·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因其研究社会网络的构成方式与运行，似乎对于重视关系

的中国人而言，有着极大的解释力，进而被广泛运用于当前中国乡村建设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或以

社会资本为研究视角，或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立论依据，或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乡村社会资本状况，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乡村社会资本转型或重构的建设路径。例如有学者看到社会资本对于乡村建设的作

用，尤其体现在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公共服务及村民集体行动中的意义[1]。并以社会资本分析框架来

测量乡村社会资本状况。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的主要特点是，传统的社会关系正在解体，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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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尚未建立，这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危机和村庄失序的重要原因[1]；还有人从社会资本角度指

出我国乡村传统社会资本正逐步瓦解，新型乡村社会资本尚未建立[2]；乡村社会资本经历着传统与现

代之间的一种结构性断裂的危机[3]；当前，村庄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物品生产严重不足成为不争的事

实[4]。虽然各地考察的结果和状态不一，但是乡村社会资本的缺失似乎已成为定论。

在这些讨论中，研究者试图对社会资本进行传统型与现代型、关系型与制度型的划分，前者与中

国传统乡村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后者则被当做当代乡村建设的力量之源，并以此来解释造成当前

乡村建设困境的重要原因。他们或认为乡村变迁中关系网络的变化和破坏导致乡村社会资本的衰

落；或认为传统社会资本有着难以避免的缺陷无法在乡村建设中发挥有效作用。沿着这一思路，乡村

改造也相应地分为两条路径：一是认为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网络是提高

村民集体行动的关键[5]。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传统网络的闭合性使得乡村合作行为和合作

组织的规模难以扩大[6]，还有研究表明，有些地方试图恢复宗族势力以维持乡村治理[7]，但似乎负面性

更大[8]。二是呼吁培育和重建乡村新型社会资本。不过学者们也发现，在力图通过建立契约型关系网

络和制度化现代信任来组织农民集体行动时难度很大，传统的关系网络有着巨大的文化惯性影响着

现代型社会资本的建立[9]。由此，建立新型社会资本似乎就成了学者们书斋里的理想，无法真正落实

在当前乡村建设的实际操作中，从而缺乏建设性的应用价值。

以上论述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论及乡村社会资本，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乡村关

系网络的探讨。问题是，研究者所论述的当下乡村建设中所缺失的网络到底是“关系”还是社会资

本？如果含义雷同，那么可以合并讨论。如果不是一回事，那么乡村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究竟是“关

系”的恢复还是社会资本的重建？或者说是否仅仅恢复“关系”就可以实现乡村建设的需要？抑或是

在什么基础上才可以建设社会资本？乃至于中国的“关系”与西方的“社会资本”这两个概念在中国乡

村建设的实践中如何勾连？

显然已有研究对此是语焉不详的，这也是造成当前乡村社会资本研究无法真正为乡村建设实践

所用的症结所在。为解决已有研究中的矛盾，我们需要反思的不仅是中国乡村建设的路径，还有问题

意识的起点，即对于乡村社会资本的自我认识。

二、乡村建设中缺失的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由于安土重迁的原因，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范围是从家庭扩展到宗

族再到整个村落及乡里，即所谓家乡“共同体”。家乡共同体表现为一种由家人关系扩展为地缘关系

[1]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社会的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3期。

[2]汪杰贵、周生春：《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组织供给制度——基于乡村社会资本重构视角的研究》，〔北京〕

《经济体制改革》2011第2期。

[3]林聚任、林翠霞：《山东农村社会资本状况调查》，〔广州〕《开放时代》2005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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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报》2012年第5期。

[6]折晓叶：《村庄的再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7]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243页。

[8]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50-160页；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

联——兼论村庄社会的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3期。

[9]刘刚、贾庆森：《农民合作中流动的社会资本：一项行动研究》，〔福州〕《东南学术》2010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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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网络。由于共同体所体现的紧密关系，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更重视感情式或人情式的交流。归

属感的需要使得中国人更重视他人的评价和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行为与否。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更多是源于对家庭和拟家庭履行道德和伦理义务而赢得社会声望，关系运作的具体实践一般是强调

“人情”的社会互助过程。这一关系网络的运行反过来也构成了乡土社会的约束机制，尤其实现了对

不流动个体的外在性约束。此即为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在此关系结构中，宗族乡绅成为乡村权威，

他们出于自身利益或出于名声等需求，或多或少地都具备了一定的“公共精神”，成为乡村利益和社会

事务的代理人，起到了乡村整合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将触角深入到农村的每个角落，自然村被行政村代

替，各个村落被分成生产大队和生产小组，纳入到准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强有力的党政组织对乡村进

行了有效整合，乡村成为高度政治化的矛盾综合体。虽然农民之间的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依然存

在，但宗族已被淡化。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村民之间的疑忌，解构了传统

社会形成的关系网络，也阻碍了他们之间新的水平关系的形成。集体组织几乎掌握了村庄的所有资

源，导致村民对集体的全面依赖。这一方面强化了村民与集体之间的垂直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农民集

体行动来自集体的强制渗透，而不是生发于村民的自身意愿，其彼此间的引力却十分弱小[1]。

改革开放特别是乡村改革以来，国家权力从乡村后撤，乡村社会几十年的高度政治化被市场化所

取代，自我利益越来越成为农民的价值规范和交往准则。与外在强制性的革命化不同，经济自由化所

引发的自利从内心深处改变了农民的生存伦理和价值规范。农村“熟人社会”传统的人情原则被利益

原则逐步代替，村庄亲熟关系网络开始被经济理性逻辑所解构，网络中关系的紧密度大大松弛。而经

过20年的工业化，乡村日益由封闭走向开放，随着村民的社会流动不断增多，村民间的交往较以前也

大大减少。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乡村人口大量外迁，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对新

生代农民工而言，乡村生活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父辈们出生成长的乡村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些团圆节

日回去探亲的场所。乡村关系网络呈破裂状态，许多农民对于乡村的公共事务参与和公共产品供给

已经无暇顾及或者不愿关心。农民在许多事务上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和开展集体行动，而村集体也

无力形成共同的经济协作，并达成相互之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

显然，中国乡村变迁中建设力量的变化是和乡村关系网络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血缘亲缘的

紧密关系是传统乡村形成自治的基础，它曾经维持了长久的乡村秩序。可如今，从政治力量的改变到

市场经济力量的侵入已经将这种关系网络瓦解。不少学者都看到，当前乡村建设中的问题都是和这

一网络的衰败相关联的。有人指出：“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政府、市场和农民之间关系的重构。国

家力量深度介入和市场经济理性理念、行为日益兴起的背景下，异质性的、疏离性的社会关系必然促

成现代农村社区原始的同质性群体消解，传统农村社会长期形成的‘礼’越来越被现代市场经济的

‘利’所取代，公共价值受到忽视和掩盖，这也是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的根本原因所在。”[2]可遗憾的是，在

这一看似清晰的论证背后，作者将乡村关系缺失与社会资本缺失直接划上了等号。

三、“关系”和社会资本是一回事吗？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同中国社会所讲的“关系”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进而被介绍到中国后，在很多

讨论关系的领域开始借用社会资本，尤其在研究当代中国乡村建设问题时有合并的趋势，然而，乡村

[1]董磊明：《传统与嬗变——集体企业改制后的苏南农村村级治理》，〔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2]王春娟：《农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郑州〕《中州学刊》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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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吗？

学术界在界定“社会资本”概念时认为它所包含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社会关系。这是构成社会资本

发生的前提和运行的基础。那么，这里的关系及关系特征是什么？鲍威尔有一段形象的描述：“社会

资本包括充满生机的公民社会中的制度性关系，从扩大的家庭到邻里的网络，从社群团体到宗教组

织，从年轻人俱乐部到家长教师协会，从地方商业组织到地方公共服务机构，从幼儿游戏组织到巡逻

的警察，等等，它们都建立在团结一致的个人主义和积极公民权基础之上。这种公民社会的核心是慈

善、同情、信任和参与等价值观。”[1]显然社会资本所赖以建立的土壤是人们为了某种趣味、目标或利益

联结而成的关系[2]。初始的社会资本生产取决于公民的个体人格、价值观等心理因素[3]。

赵文词在讨论公民社会时明确指出：“构成公民社会的群体是个人的自愿结社。”[4]社会资本发生

的前提在于个体是否愿意加入社区或社团，并按规章积极参与相关的活动，取得该社团的认可[5]，而信

任、规范与互惠是这些联结的粘合剂。如果一个社区被说成其社会资本丰富，那是因为此地的人们聚

合的方式多样且乐此不疲，参与者往往热衷团体活动，将其体制化并关心公益问题，而这样的团体一

旦形成，即对社会经济有非正式的监督性与服务性。反之，则社会资本贫乏。

如果说社会资本是源于公民社会的框架，用于说明良好社会运行的机制不但要靠政府及其正式

制度，而且还要有公共领域、社区意识与公民参与。那么中国人所讲究的“关系”含义则对应着家庭本

位的社会展开，即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造成了人们对家庭、亲属和老乡关系的重视，血缘和地缘成为

农民交往的基础。

虽然社会资本的讨论也是将家庭和邻里包含进来的，但是公民社会中的家庭类型及其生活方式

与家庭本位社会有很大的差异。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个体本位的社会里，家庭的作用会被降到最低

点。在此社会中的个体，加入何种群体乃至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只是其生活中的一个意愿。而在一

个讲究家本位的社会中，当家成为一个体主要的社会网络时，其社会功能就会被无限放大，进而使个

人的人生意义始终同其家庭与地缘相联系。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中的个体首先是天然地生活在一个

他自己所不能选择的网络中的。赵文词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传统的家庭不属于公民社会之列，因为

这是非自愿结成的，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亲戚。家庭及其扩大家庭无法构成公民社会的基础”[6]。

总而言之，社会资本是对应着西方的公民社会展开的，它是对结社、合作、信任、互惠、信息渠道等

整合性思考的产物，而“关系”则是对应着中国家庭本位社会展开的，它是对血缘、地缘以及扩张而来

的同门、同学、同事等关系的概括性思考。其差异是前者多以社团的方式存在，社团是自愿性组织，个

人可加入、参与及退出，这些特点同个人主义价值观相联系；后者多以个人关系方式存在，它不是独立

个体之间通过交往而建立的可选择关系，更多是无选择倾向性且相对固化的关系。

“关系”与社会资本是生发于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的两个概念，其差异在于：是自然性的生活

[1]弗雷德·鲍威尔：《国家、福利与公民社会》，曹荣湘主编《走出囚徒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

店2003年版，第101页。

[2]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李慧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

[3]Woolcock, Michael .Managing Risk, Shocks, and Opportun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Gustav Ranis(ed.)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New Haven, CT: Yal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1999, pp.197-
212.

[4][6]赵文词：《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

社会学文献述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第50页。

[5]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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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还是构建性的目标性网络；是长久性的互动，还是制度性的互动；是个人层面的连接，还是个人

与组织或团体以及组织团体之间的关联；是模糊的自我边界，还是明确的自我边界；是人情式的交往，

还是角色式的交往；是权力式的资源控制与交换，还是结构性和制度性的资源控制与交换。前者是

“关系”的特征，而后者是社会资本的特征。两者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四、乡村建设中的“关系”再造和社会资本培育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原有的较为稳定的关系网络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改造或打

破。这是造成当代乡村建设困境的主要原因。由于“关系”和“社会资本”生发的文化土壤不同，如果

生硬套用“社会资本”来解释当今中国乡村建设问题，并希冀以社会资本作为改造的路径，必然会带来

水土不服。曾有研究者试图借用社会资本的应用框架，通过建立某农业协会以组织化的方式来促成

农民间的合作，但发现传统的“关系”网络有着极强的抵抗力和排斥性，最终导致实验的失败[1]。

因此，在乡村建设中首先需要做的是对传统“关系”的恢复。“社区记忆”、“社区公共空间”等的研

究都是在做“关系”恢复的努力。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恢复“关系”在乡村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风

险。由于“关系”的思维逻辑是自利性的，它同生存依赖、光耀门楣、切身利益的有效性等相联系，倾向

于把自利性放在首位，靠关系运作来改变自身利益，具有自我捷径主义的特点。比如在乡村建设的过

程中，“关系”可能被工具性地利用为个人私利服务。而在动员能力方面，村民和上级之间也会上下其

手，在资源利用上以优待亲朋好友或截留部分资金作为自己的私利。在亲缘和拟亲缘关系网络中，原

本作为农民走向合作时的家人信任，也促使了原子化个体农民在面临市场挑战时将经济组织建立、发

展为相对封闭、延伸半径较小的合作对象及范围，最终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向更大规模、更大地域空

间拓展，更谈不上将组织体系向纵深层次、网格化方向发展[2]。研究表明，农村中家庭势力或宗族的复

苏不仅阻碍农村民主的制度化建设，还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3]。

显然，乡村建设不仅仅要恢复传统的“关系”，还要借社会资本对“关系”进行再造，摒弃其“私利

性”的弊病。这时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社会资本的逻辑是公益性的。在绝大多数

社会学家看来，社会资本的含义本身就包含有助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正如乔纳森·特纳所

说：社会资本是“那些在一个社会中通过创造和维护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来增强经济发展潜力的

因素”[4]。这些带公益的目的性投资将使投资的个人、社群及社会受益，但也会使不投资者或无资格者

不受益，进而对公平正义有诉求。

因此，在乡村建设中，我们只有对“关系”再造中注入“公益性”元素，乡村的社会资本才可以发育

出来。具体而言，需要实现以下几点：

首先，要厘清关系再造侧重的层次。在乡村建设中，关系再造的侧重点不是对个体性的单位获得

经济成就的重要性，而指特定群体所拥有的带有公共性质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于改善群体的社

会状态，提高群体的福利。

[1]“在养鸡协会项目的干预中，我们试图建立契约性关系网络和制度化现代信任，农民需要遵守章程为文本的契

约，但是农民处处以亲人、熟人、邻居等血缘小圈子和人格化信任来迁就、忍耐、看待、处理协会的各种事务，章程成了一

纸空文。”参见刘刚、贾庆森：《农民合作中流动的社会资本：一项行动研究》，〔福州〕《东南学术》2010第4期。

[2]赵泉民、李怡：《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合作经济——社会资本的视角》，〔北京〕《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8
期。

[3]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社会的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第3期。

[4]乔纳森·H·特纳：《社会资本的形成》，见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戈尔丁主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

观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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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看网络结构中的关系构成。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那种具有行动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乡村秩序的影响力，与公共生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乡村“关系”再

造应该关注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

第三，要看加入网络中的个体意愿。在当代乡村建设中，应该尊重参与者的自我选择，拓展个体

为了某种趣味、目标或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关系类型，引导其按照规章参与活动，养成关心公益问

题的习惯，并逐步将其体制化，这样的关系网络才会对乡村治理起到非正式的监督性和服务性功能。

第四，要看关系再造的行动导向。关系再造的方向主要看它是否在乡村公共建设中发挥作用。

在乡村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中，公共物品的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其性质决定了它极易陷入投入不足

或过度利用的困境。再造“关系”的主要功能就是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公共物品的创建、维护

和利用中发挥积极作用。当个体的网络资源与组织、制度和公益相连接，形成共同的经济协作，达成

相互之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有能力与上级讨价还价时，关系就会转化成社会资本。

最后，要看关系再造的结果。中国乡村中的“关系”状态，既可能导致集体行动无法达成，也可能

形成新的关系模式，关键看社会资本能否更新和增值。传统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本的价值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需要更新和补充新型的关系模式以增长社会资本。这一增值体现于村民能否

整体上具有从网络中摄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关系”蕴含着社会资本的可能性，但“关系”并不必然是社会资本。“关系”是否

有可能转化为社会资本，要通过“关系”再造赋予其社会资本的涵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处于现

代化的中国由“关系”而进入“社会资本”，最终实现中国乡村建设的治理道路。

〔责任编辑：方心清〕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Construction:
Analysis of Its Concept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Huang Xiaoye Liu Xinyi
Abstract: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modes of interconnections in social ties in light of social capital is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Guanxi in Chinese rural society, scholars tend to combine the two concepts when
studying the issues on China’s countryside. Consequently, the conclusion was drawn that the predicament in
rural construction is attributed to the weakening of social capital caus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Chinese tradi⁃
tional network structure. However, as to their origins, social capital corresponds to the framework of civil so⁃
ciety while Guanxi has been extend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family-based society. The former focuses on
individual reason and voluntary bonding while the latter is relatively solidified. The Guanxi in Chinese rural
society entails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capital, but does not necessarily generate social capital. Whether or
not the Guanxi can generate social capital is dependent on the willingness and purpose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whether or not the participants can secure social resources from the network. Only after we have clarified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construction can we provide constructive directions to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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